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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政策精神分析是国外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新兴领域。基于拉康派精神分

析理论，教育政策精神分析认为，政策科学和教育政策社会学混淆了政治“本体”与“本

体论”，始终未能摆脱对政策的工具理性假设。教育政策精神分析指出，政治在本体论层

面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教育政策通过勾勒理想教育来服务政治的本体论运作。由于政治在

本体论层面的不可能性，教育政策无法整体性地把握和抵达理想教育。基于此，教育政策

精神分析主张关注教育政策的非工具层面，将目光从寻求更好的解决措施转向政策主体在

真实、日常的政策实践中自我解放。在分析方法上，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围绕主人话语、大

学话语、歇斯底里者话语和分析师话语，将政策批判与主体解放合二为一，克服了传统批

判研究简化政策复杂性和受制于时空情境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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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精神分析：何以必要，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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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策科学和政策社
会学成为教育政策研究的主流传统，并受到国
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近十年间，国外教育政
策研究在主流传统之外还兴起了一条采用德
勒兹 （Gilles Deleuze） 和瓜塔里 （Pierre-Félix 
Guattari）、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德里
达 （Jacques Derrida） 和拉康 （Jacques Lacan）
等思想家理论的研究孤儿线。[1] 在这条孤儿线
上的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后结构主义旨趣。它们
既不执着于提出有效的政策方案，也不关心政
策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 ；它们致力于 “质疑主
流话语对教育政策的构想、发展和呈现” 和 “动
摇理性主义者对教育政策服务于经济社会的
限制”[2]。其中，基于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的教
育政策研究 （以下称为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
以最具“破坏力” “颠覆性”和“违反直觉”而

著称。[3]

不同于政策科学和政策社会学紧紧 “跟随
政策”[4] 并承诺更好的解决措施，教育政策精神
分析拒绝 “良好社会” 或 “恰当的教育” 等概
念，[5] 主张直面教育政策的本体论层次，从教育
政策的本身 （Sache） 出发阐明政策的运作，[6] 进
而揭示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虚假承诺和对政
策行动者主体性的塑造与控制。[7][8] 教育政策精
神分析为教师、家长和学生等边缘性政策目标
对象提供了穿越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幻象和参
与批判性对话的舞台，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
境况和欲望来重新自我定位并采取行动。[9][10]

一、学理背景：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
自我反思

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介入教育政策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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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一种学术刻奇，而是批判教育政策研究在
后结构主义思潮下重新思考 “什么是政治” 和
“什么是批判” 后给出的理论与行动方案。教育
政策精神分析的学理背景可概括为 ：批判教育
政策研究对政治概念的再追问和对既有批判传
统的再批判。

（一）对政治概念的再追问

自政策研究诞生之日起，政治概念就已嵌
入其中。或更确切地说，正是对政治概念的发现
使得政策研究成为可能。在政策科学传统中，以
政策制定为代表的政治事务被视作政府或政党
等组织所独有的活动 ；学校、家庭和其他社会
组织、机构以及教育等社会实践被视为是非政
治的。[11] 政府等组织对政治的合法特权建立在
理性权威上。相应地，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公共
政策也被视为工具理性的产物。

政策科学对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偏离了其创
始人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的理念。拉斯
韦尔认为，政治是关于谁得到了什么，什么时候
得到和如何得到的问题，是围绕有限资源展开
的权力争斗，具有公共性。[12] 在此意义上，教育
政策社会学重启了拉斯韦尔的政治概念。例如，
泰勒·桑德拉 （Taylor Sandra） 和法扎尔·里兹
维 （Fazal Rizvi） 等学者在参与澳大利亚弱势
学校分类系统的构建时发现，开发评估学校的
弱势指数看似是一个技术理性的过程，实际上
却牵涉什么样的收入、住房和教育水平以及种
族的人可以获得福利等政治问题。[13] 个人、政
府、社会组织、体制与制度之间的价值两难、矛
盾、权衡、协商与协调贯穿整个政策过程。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权力话语理论则进一步将
政治与政策合二为一 ：政治 （政策） 被理解为
建构主体性和权力关系的话语，[14] 政治成为政
策的本质属性。

然而，教育政策社会学并未完全摆脱对政
策的工具理性假设。最直接的证据是，政策社会
学研究希望提出更好的方案来解决教育问题。
相应地，政治的本体论运作，即政策的话语运作
也走向了对 “更多、更高、更好”[15] 的教育的承
诺。政治成为美好教育或通向美好教育的过程
的代名词。[16] 教育政策也由此成为某种政治乌

托邦的砖石。在这一乌托邦式的政策空间中，
异质的价值理念转变为同质的文化霸权，无序
的政策实践转变为有序的意识形态。[17] 针对这
一状况，以泰勒·韦伯 （Taylor Webb） 和古尔
森·卡莱沃 （Gulson Kalervo） 为代表的学者提
醒到，必须从本体论层面挑战教育政策社会学
传统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概念，不断追问
教育政策是否及能否达成承诺。[18]

（二）对批判传统的再批判

在批判社会学视角下，教育政策摆脱了客
观性的桎梏，被重新理解为对价值的操作性陈
述和权威性分配。[19] 教育政策的研究方法论也
从“实证主义模式”转向“批判解释模式”[20]，研
究视域转向 “议论 – 批判”[21]。

以教育政策社会学为代表的 “批判传统”
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对教育政策是什么的批
判。强调直面教育是备受争议的实践这一本质，
否定政策的价值无涉，将教育政策视为权力关
系运作的场所和产物。[22] 其次，对压迫性社会实
践的批判。[23] 主张批判研究应以改变世界为己
任，对被压迫者群体进行政治赋权 ；揭露并挑
战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和审查制
度等支配性和剥削性的要素 ；[24] 同时，提供替
代性的理论或实践方案来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平
等和压迫。[25] 最后，对研究者立场的批判。主张
研究者应维护 “道德秩序中正义、平等和个人
自由”[26] 等价值并确保其不被侵犯。

批判研究的批判旨趣注定它会把批判的武
器对准自身。近十多年来，国外政策研究者们开
始反思以上传统。首先，对教育政策是什么的再
批判。一般认为，教育政策社会学的突出贡献即
否定了政策的工具理性，还原政策的复杂性。[27]

但如前述，政策社会学并未完全摆脱工具理性，
而是陷入一个悖论 ：一方面主张直面教育政策
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却因提出解决方案而再次
简化了政策现实与实践。在这一悖论中，教育政
策社会学终结了自身的批判立场。可是，若要消
除悖论就会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除了是工
具，教育政策还能是什么呢？[28]

其次，对批判研究任务的再批判。深受法兰
克福学派影响，教育政策社会学者一直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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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视为目标。但在现实中，研究提出的措
施或方案总是受限于既定的社会情境和教育问
题，其所承诺的解放或是姗姗来迟，或是从未实
现。[29] 史蒂芬·鲍尔 （Stephen Ball） 反思到，救
赎社会学 （Redemptive sociology） 的错误即在
于未能正视教育的不可能性和拥抱失败的必然
性。[30] 那么，除了寻找解决措施外，批判政策研
究还能做什么？如果不寻求替代方案，研究要
如何应对教育问题和政策的结构性支配？[31]

最后，对批判研究者立场的再批判。当批判
性政策社会学以教育世界的救赎和希望自居
时，批判研究已在不经意间为教育施加了新的
压迫。政策分析者往往带着自身的价值偏好和
精英思维，带着对自由、正义、平等、公平等价值
“未经反思” 的理解进入教育政策研究领域。[32]

这样一来，政策研究者和他们批判的教育政策
一样，主动疏远了教师、学生等政策主体，忽视
了主体异质性的价值理解与需求，从而也就与
真正的问题相分离。批判教育学的老问题，“如
何让被压迫者发出自己的声音”[33] 悬而未决。

二、核心理论视角：教育政策精神分
析的批判立场

批判教育政策研究在对自身的反思中提
出四个问题 ：第一，如何从本体论层面理解政
治？第二，教育政策除了是工具以外，还能是什
么？第三，若批判不是为了寻找替代方案，还能
为什么？第四，批判性研究者如何在不制造新
压迫的情况下帮助弱势群体？由于 “缺乏一种
批判形式来发现 ‘教育的另一面’”[34]，在既有
研究框架下回应以上问题是困难的。教育政策
精神分析提供了揭示 “另一面” 的理论视角。[35]

（一）政治不可能

政策科学与政策社会学对政治的工具性理
解源于一个共同的本体论假设，即政治是可能
的。在可能性视域下，政治成为一个将在的、确
定的对象，比如某种特定形态的、被广泛认可的
政策目标、价值理念、教育制度和实践等。结合
政治与政策，教育政策社会学进一步揭示了政
治可能性的运作机制 ：政治在政策话语的运作
中成为各式各样的关于良好教育的想象。然而，

也正是在这一结合中，教育政策社会学混淆了
政治的本体 （Ontic） 与本体论 （Ontological），
将政治在本体层面的可能性与工具性误认为政
治的本体论层次。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严格区分政治的本体
与本体论，并提出与主流传统截然相反的观
点——“政治不可能”[36]。理解“政治不可能”需
要回到拉康关于象征域 （Symbolique） 和真实
域 （Real） 的论述。拉康认为，个体学会语言后
将进入象征域，与大他者 （Big other） 相遇。象
征域是由象征符或者说语言和意指过程所结构
的，而大他者则是象征秩序或者说符号秩序本
身。[37] 通过语言，大他者结构化和秩序化了生活
世界，将 “存在” （Being/Ontological） 符号化为
“是”(being/Ontic)。[38] 在此，教育政策即象征域
中的符号或语言结构，而政治则处于大他者的
位置上。政治通过教育政策的话语将其 “存在”
转变为 “是”。教育政策传达着政治的 “本体论
欲望”[39]。然而，政治是“差异的无限游戏”[40]，是
一个异质的领域。语言却具有总体性，语言所传
达之物也只能是整体的、确定的对象。[41] 政策话
语在符号化和表征化政治时总是受到政治的过
剩意义的干扰。[42]

拉康进一步指出，大他者，或者说符号秩
序，是围绕真实域建构的。由于真实域对象征
化的抵制，它始终是缺场的。[43] 但这并不意味
真实域“不在”。拉康认为，真实域是一种“缺场
的在场”，它的在场因无法被捕捉而缺场。[44] 不
过，象征域仍能侵入真实域。这一侵入不是一
种符号化，而是一种切割或挖空 ；通过侵入，象
征域在真实域中留下各式各样的空洞，并将这
些空洞纳入自身。[45] 而政治就是这些空洞，或
者用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的术语，政治是
空的能指 （Empty signifier）。 [46] 教育政策虽然
能够暂时填补政治的空洞，但它永远不可能是
政治。进言之，整体性地把握、理解和抵达政治
是不可能的。

（二）政策非工具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对本体与本体论的区分
同样被用于理解政策。精神分析视角下教育政
策的运作存在第一时刻与第二时刻。[47] 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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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看来，政策科学和政策社会学主要探
讨第二时刻，即教育政策的本体层次，关涉政策
是什么的问题。在第二时刻中，教育政策是寻求
改变的工具，是政策制定者为回应特定的教育
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具有特定目标的 “决策”
“提案” “措施”或“项目”。[48]教育政策凭借话
语运作来定义和创造主体、主体性、权力关系以
及政策现实。[49][50] 是以，第二时刻又被称为工具
性时刻。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关注政策的第一时刻
（也被称为非工具性时刻），主要回答什么是政
策之所是的问题，对应教育政策的本体论层次。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教育政策的本体论层次服
务于政治的本体论运作。这不是说教育政策本
体论等同于政治本体论。如前述，政治在本体论
层次具有不可能性，处于象征域中的教育政策
无法表述真实域中的政治。但拉康也指出，语言
是覆盖在真实域之上的符号之网 ；在真实域的
表面，语言铭刻了象征域。是以，虽然正眼看去
真实域是一片模糊，但斜目而视却可以看到真
实域的形体。[51] 这一形体的一面是教育政策的
本体论，一面是政治的本体论。教育政策的本体
论运作实质上就是象征域对真实域的侵入。在
第一时刻，教育政策通过本体论运作来缝合政
治的空洞。具体来说，即教育政策构建并认证了
一个亟待改变的 “现实” 并提出教育的理想状
态。在以一己之身填补空洞的过程中，教育政策
的本体论运作勾勒出政治的本体论姿态。

通过提出 “政策非工具”，教育政策的精
神分析超越政策的文本和话语，澄明政策的非
工具性时刻，使得分析政策本身成为可能。回
到 “教育政策除了是工具外，还能是什么” 的
问题，“政策非工具” 似乎回避了正面回答。但
这一回避正是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对 “政治不可
能” 的贯彻。因为政治不可能，政策的本体论运
作得以摆脱单一的工具性叙事，从而进入开放
的、纯粹异质的空间。回避是对政策话语和政

策现实之临时性、不定性、涌现性和生成性的
保真。[52][53] 凭借 “政策非工具” 这一斜目而视似
的回答，教育政策精神分析接下了教育政策社
会学半途而废的志业——直面教育政策的复杂
性。[54][55]

（三）批判治疗化

基于 “政治不可能” 和 “政策非工具”，教
育政策的精神分析拒绝传统批判政策研究引以
为豪的使命，即针对教育和社会存在的问题，根
据 “正确” “良好” 等价值理念，提出更好的替
代方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教育政策精神分析
是一种自我放弃的悲观主义？答案是否定的。
相反，拉康指出，不要屈服于欲望。[56] 在精神分
析语境中，政策主体的欲望由教育政策的幻象
（Fantasy） 所构建。政策幻象是在第一时刻被
教育政策指认为现实的困境与理想，而欲望则
是真实域超出象征域的过剩意义，是理想减去
困境，未来减去现状，价值减去事实后的剩余
物。[57]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强调对政策幻象进行
批判分析。但其批判使命不止于此。精神分析认
为，更重要的是让 “分析者” （Analysand） ①通
过分析达成自我解放。[58] 这一过程被称作 “治
疗” （Treatment） 。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治疗” 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治愈，而是为了帮助分析者道出真理。拉康
并没有说明真理是什么，因为真理与真实域类
似，对于每个主体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
能性。[59] 拉康认为，语言是真理的维度，分析师
（Analyst） 的任务是帮助分析者从他自身的语
言中说出真理，领悟他自身作为主体的存在。[60]

也就是说，真理不是分析师的所有物，而是来自
分析者。治疗必须是分析者的自我治疗。在教育
政策精神分析中，研究者不再承担法官的角色
去评判政策话语 （即政策制定者的话语），而是
作为书记员，记录和见证真理的浮现。[61] 教育政
策的精神分析师不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帮助政
策目标对象来认识其所处的困境，在自我批判

①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师被称为analyst，学界多译作分析家或分析师。接受精神分析的人被称为analysand。

由于精神分析是双方共同参与的分析过程，因此analysand多被译为分析者，强调主动性。本文统一将analyst翻译为分析

师，analysand则为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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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除对政策幻象的依赖，从而成为欲望的主
人，也即自己的主人。

“治疗” 以自我批判的形式，将批判和解放
的任务交回到政策主体的手中。“治疗” 的过程
是批判性的自我分析过程，是主体认识到自己
的症状并将自己从对大他者的幻象中解放出来
的过程。如此，“治疗” 克服了传统批判研究替
代方案简化政策复杂性和受制于时空情境的
缺点，转而追求 “真实生活的运作” （Real-life 
operation） [62]，让分析者的解放和政策现实的运
作同时展开。

三、解释政策的话语：教育政策精神
分析的方法

通过揭示教育政策的本体论层次，教育政
策精神分析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教育政策建构
了怎样的幻象？如何来分析政策幻象？拉康认
为，语言 （Language） 是 “穿越基本幻象”[63] 亦
即开展治疗的唯一媒介。[64] 在1969年至1970年
的研讨班上，拉康讨论了话语 （Discourse） ①的
结构和运作机制。[65] 和福柯一样，拉康也强调话
语的权力。不同点在于，福柯的话语是一种纯粹
的权力话语，具有总体性和排他性。福柯式话语
分析是为了识别教育政策中占有霸权地位的主
导性话语。拉康的话语则是一种分析话语，仅在
分析情境中构建分析师与分析者之间的权力关
系 （Analytic discourse） ，[66] 使分析师暂时性地
扮演大他者，促使分析者的能指滑动。因此，不
同于福柯强调对话语进行分析，拉康强调解释
话语。如他说，“解释” 不是带有既定价值系统
的解码，而是从字面意义上来阅读政策的话语，
将其中的歧义返还给分析者。[67]

（一）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的话语结构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话语是一种社会联结，
具有主体间性。重要的不是主体说了什么，而是
主体在关系结构中的什么位置上进行言说。是
以，解释话语首先要识别主体的位置。在话语结
构中，拉康指认了代理、他者、真理和产品四个

位置。如图 1 所示 ：[68]

 

图1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的话语结构

在话语结构中，代理和他者处于上位的、显
性的、可观察的位置，真理和产品则居于下位
的、隐性的、被压抑的位置。其中，代理代表具有
主导性的位置，扮演着启动话语结构运作的角
色。拉康使用代理而非主体 （Subject） 一词有着
特别的考量。在拉康看来，并不存在真实说话的
主体，主体只是一种言说的效果。[69] 主体总是言
语着大他者的语言。真理则处于代理之下，是代
理说话的本体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代
理动因的真理才是拉康话语结构的起点。他者
是代理言说的对象，接收着来自代理的信息。产
品是他者接收信息并采取行动后的效果。代理
与他者之间的箭头既标志着信息的流向，也暗
示着 “不可能性”。代理无法完全言说真理，因
此也就无法将真理完全传达给他者。产品与真
理之间的 “//” 指产品之于真理的无能。简单来
说，经代理传达，又经他者加工后的产品，无法
与真理吻合。代理也就无法从他者那里获得关
于自身的真理。

拉康认为有四个能指能够占据以上位置，
分别是主人能指（S1），知识（S2），分裂主体（$）
和剩余享乐 （a）。[70]其中，主人能指是任何本身
就是目的的东西，能够让其他能指自动地指涉
它。知识处于大他者的领域，是由众多能指构成
的“能指宝库”。知识决定了话语的意义效果，但
它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只有当主人能指 “插
入” 能指宝库并聚拢其他能指时，知识才开始
具有意义。例如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中，市场
就是主人能指，而其他如“公平”“自由”“效率”
“教育的成果” 等能指都属于知识，并指向 “市
场”。[71] 分裂主体是主体的无意识，是言说的主
体。剩余享乐不是主体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

①拉康使用“话语”这个概念时，是为了强调“语言”超个人的性质，即语言的主体间性。参阅：EVANS D.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M]. Routledge, 2006: 83.

代理 他者

真理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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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真实域中不可能象征化的欲望。处于真
实域的剩余享乐是分裂主体无法企及之物，分裂
主体只能够重复地、不断地去追求剩余享乐。

根据四个能指占据位置的不同，拉康提出
了主人话语 （The Master's Discourse）、大学话
语 （The University's Discourse）、歇斯底里者
话语 （The Hysteric's Discourse） 和分析师话语
（The Analyst's Discourse） 四种话语图式。如图
2 所示。[72]

S

S1 S2

产品S

主人话语

S2 a

大学话语

SS1

S1

歇斯底里者话语 分析师话语

S2S2

S

a

a

S1

（二）案例：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话语

解释

本文结合英国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学者马
修·克拉克 （Matthew Clarke） 对新自由主义教
育政策话语的 “解释” 对拉康的四大话语进行
说明，如图 3 所示。[73]

首先，主人话语意味着治理。在新自由主义
语境中，市场被视为通向理想教育的唯一路径。
只有借助市场，平等、民主、高效、优质的教育才
有可能。教育政策围绕市场被建构起来。被市场

这一主人能指所掩盖却又支撑是市场的，是关
于竞争的真理。从政府组织、教育结构到教师、
学生和家长都必须在竞争和淘汰中维持自身，
确证自身的价值。然而，市场并不总是能够统整
全部的教育目的。如个体对审美的渴望就是与
竞争并行的价值。但在市场话语中，只有当审美
能够提升个体的市场竞争力时，它才是有意义
的。如此，诸如审美等未被收编的教育目的被排
除在学校教育之外。

其次，大学话语意味着教育，是主人话语的
支持者。在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话语中，专家
知识占据着代理者的位置，以中立的姿态出现。
但大学话语揭示了支撑着知识并被知识所掩盖
的却是市场这一主人能指。也就是说，新自由主
义的专家知识是服务于市场的。大学话语负责
收编剩余享乐，界定优质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
法，魅惑着主体以市场想要的方式 （标准化测
试、问责、选择、监察等） 不断去追寻市场想要
他 （她） 追寻之物。在这一过程中，专家知识不
仅没有启蒙和解放主体，反而生产出了自拘性
地驯服于市场化教育的主体。

再次，歇斯底里者话语意味着抗拒，是政策
主体对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怀疑、批评和抵抗。歇
斯底里者话语将新自由主义教育放在被审视和
被询问的他者位置上。歇斯底里的主体质问着
新自由主义教育缘何失败？然而，支撑着歇斯
底里主体的却是在主人话语中被拒认的剩余享
乐。这意味着，歇斯底里主体的批判是偏离真正
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教育体制也就不会真正回

市场 教育政策

竞争 被排斥的
欲望（审美）

主人话语

专家知识 “优质”教育

市场 自拘的主体

大学话语

歇斯底里
的主体

教育的失败

被否认的
剩余享乐

新的承诺

歇斯底里者话语

被 否 认 的
剩余享乐

歇斯底里
的主体

主体无意识
的知识

新的
主人能指

分析师话语

图3 精神分析视角下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话语解释

图2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的四种话语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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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批评，而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知识 （教育政策）
来提供新的承诺。如此，教育政策的失败反而成
为新自由主义持续介入教育改革的依据，歇斯
底里者的抗拒也成为对新自由主义教育的认同
和巩固。

最后，分析师话语意味着变革。和歇斯底里
者话语一样，分析师话语也是对主人话语和大
学话语的挑战。不同点在于，分析师话语将被否
认的剩余享乐放在代理的位置，把歇斯底里的
主体放在他者的位置。分析师扮演剩余享乐，向
歇斯底里者发出追问 ：“你想从我这里获得什
么？” 由于剩余享乐在本质上是歇斯底里主体
的大他者，是主体的无意识，因此这一过程实
际上是歇斯底里者自我追问的过程，即不断询
问 ：“大他者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什么？” 在追问
中，歇斯底里者将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主人能指。
尽管这个新的主人能指可能仍与新自由主义教
育价值息息相关，但它却是带有主体个人特征
的欲望。相较于旧的主人能指，新的主人能指更
符合主体异质性的欲望。

需要说明的是，拉康的四种话语结构存
在形式上的转换关系。如图 2 所示，主人能指
（S1）、知识（S2）、分裂主体（$）和剩余享乐（a）
按顺时针的次序排布在每个话语结构中。在保
持次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代理位置的逆时针
旋转，将依次得到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师
话语和歇斯底里者话语。然而，这种转换关系并
不是一种线性的时间关系。四种结构不存在发
展状态的优劣之分，也不是相互离散的矛盾关
系。对于拉康而言，四种话语是同时进行的，它
们处于同一个拓扑结构中。如图2所示，主人话
语与分析师话语互为颠倒，大学话语和歇斯底
里者话语互为翻转。由此，由主人话语和大学话
语构成的 “权力话语” 和由分析师话语及歇斯
底里者话语构成的 “批判话语” 互为表里，是彼
此连续的对立和转化。

综上，通过考察政策的主人话语和大学话
语，拉康式政策话语解释揭示了教育政策幻象
凸显和隐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在对政策
的解释中，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又借助歇斯底里
者话语和分析师话语帮助读者 （政策的目标对

象） 穿越意识形态幻象，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发
现更符合自身的政策期待，进而采取面向个人
真实教育生活的政策行动。

四、对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的评价

揭露和批判教育政策对个人存在境况的
偏向和扭曲，是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 “人类旨
趣”[74]。实现这一旨趣需要直面教育政策的复杂
性。以教育政策社会学为代表的批判研究传统
虽然揭示了政策过程的复杂面貌，却在提出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重新简化了政策现实与行动，
不自觉地为政策目标对象的境况施加了新的
结构性扭曲。基于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教育
政策精神分析以违反直觉和颠覆常识的理论
视角，从政治和教育政策的本体论运作入手，
揭示了理想教育的不可能性和教育政策的非
工具性，将关注点转向教育政策幻象，并将 “治
疗” （批判和解放） 的使命从研究者手中交还给
政策的目标对象。教育政策精神分析认为，政
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教育承诺只会在一次次
失败中对政策目标对象造成新的压迫。批判和
解放必须是异质性的，且只能由每个作为政策
目标对象的个体自己来完成。

基于对政治 （政策） 本体论的独特见解，教
育政策精神分析提出新的理论核心问题和批判
使命，即如何认识和穿越教育政策构建的基本
幻象？然而，不同于政策科学和政策社会学两
大主流研究传统，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尚未形成
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专业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
专门的研究刊物。拉康学术语言的艰深晦涩也
在客观上加大了精神分析理论进入教育政策研
究的难度。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政策研究领域，
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上仍
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精神分析理论之于教育政策研究的
适切性问题。自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以
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临床实践多来自对个人
或家庭的咨询。相比之下，教育政策研究所关注
的则是社会和教育问题。那么，聚焦个人学或
家庭学的精神分析何以指导教育政策研究这一
公共学领域？事实上，精神分析是从关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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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状况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当精神分析
理论进入教育政策研究时仍有陷入 “心理还原
论” 的风险。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
把社会科学视为应用心理学，主张将社会主观
化为病人，将社会文化现象当作心理现象去解
释。[75] 所幸的是，拉康在早期研究中就非常强调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拉康指出，个人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性紧张在任何社会中都起着根
本性的作用。[76] 和大部分社会学家一样，拉康派
精神分析学者们也强调主体间性，以社会纽带
（关系） 为研究单位。对此，莫瓦赫迪 （Siamak 
Movahedi） 评论道，精神分析理论有着和社会
建构主义类似的旨趣，即关注社会事实是如何
在社会情境中建构起来的。[77] 由此，拉康为精神
分析进入教育政策研究等社会科学研究做好了
铺垫。

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与教育政策研究之间
的对话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看，精神分析的关键
概念，如“欲望主体”“无意识”“幻象”“否认”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拓扑自反” 等从不同
角度为教育政策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见解。有
学者提醒到，对待精神分析理论，重要的不是去
评价它，而是去创造性地和整合性地使用它。[78]

然而，目前教育政策精神分析多局限于精神分
析理论向教育政策研究的移植。精神分析理论
与政策研究之间如何进行理论对话，进行怎样
的理论对话，对话的边界为何等问题仍需进一
步探讨。

最后，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研究中 “分析师”
与 “分析者” 的角色张力问题。在精神分析中，
分析师和分析者是进行分析活动的主体。分析
师负责解释分析者的话语，分析者负责自我批
判并达成自我解放。这一研究机制在政策分析
中却面临困境。在政策分析中，尽管研究者可以
借助主人话语和大学话语结构来揭示政策意识
形态，但却无法帮助分析者完成自我解放。原因
在于，作为政策目标对象的分析者并不在场。
如此，研究者就必须同时扮演分析师和分析者
两个角色。且不论这是否符合精神分析的规范，
就精神分析对异质性个体的自我解放的追求而
言，研究者所展示的只能是他自己的解放路径。

如此，教育政策精神分析研究对读者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读者在阅读研究文本的过程中，需要
在作为分析师的研究者、作为分析者的研究者
和作为分析者的读者自己三个角色之间穿梭，
力图避免研究者的自我解放成为魅惑自身的新
幻象。

参考文献：
[1]GULSON K, CLARKE M, PETERSEN E B. Education 

policy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M].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1-11.

[2]	PETERS M A, HUMES W. Editorial: the reception of post-

structuralism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109-113.

[3]	PEIM N. Lacan and education policy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21, 36(5): 735-737.

[4][32]SAVAGE G C, GERRARD J, GALE T, et al. 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policy sociology: mobilities, moorings and elite 

networks [J].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2021, 62(3): 

306-321.

[5]	MCGOWAN T. Enjoying what we don't have: the political 

project of psychoanalysis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3: 283-286.

[6][28][39][47]CARUSI F T. The ontological rhetorics of 

education policy: a non-instrumental theory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21, 36(2): 232-252.

[7][29][30][34]BALL S J. The errors of redemptive sociology 

or giving up on hope and despair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20, 41(6): 870-880.

[8] [31] CL AR K E M. Educat ion and the fantasies  o f 

neoliberalism: policy, politics and psychoanalysi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7-39, 7-35.

[9]	MOORE A. Recognising desire: a 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6, 32(4): 487-503.

[10]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6.

[11]	EASTON D.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50.

[12]	LASSWELL H D.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M]. 



2. 2023
No.397

2023 年第 2期
(总第 397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
General 

￣ 58 ￣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13]	[24] [54]TAYLOR S, RIZVI F, LINGARD B, et al.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23-29, 18, 5-21.

[14]	[22][49][52]BALL S J.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1993, 13(2): 10-17.

[15]	BALL S J, MAGUIRE M, BRAUN A.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74

[16]	THOMPSON G, COOK I. Education policy-making 

and time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14, 29(5): 

700-715.

[17]	[36]STAVRAKAKIS Y. Lacan and the political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71-75, 1-12.

[18]	[53]WEBB P T, GULSON K N. Policy prolepsis in 

education: encounters, becomings, and phantasms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2, 33(1): 87-99.

[19]	BALL S J.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policy soci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3-19.

[20]	PETERS M A, MARSHALL J.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the search for a well-

defined problem [J]. Evaluation Review, 1993, 17(3): 

310-330.

[21]	[74] 曾荣光 . 教育政策研究 ：议论批判的视域 [J]. 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 , 2007, 5(4): 2-30.

[23]GALE T. Critical policy sociology: historiography, 

archaeology and genealogy as methods of policy analysi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1, 16(5): 379-393.

[25]	RIZVI F, LINGARD B.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 [M]. 

Florence: Routledge, 2010: 23,

[26]PRUNTY J J. Signposts for a critical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5, 29(2): 

133-140.

[27]	[50]LEVINSON B A, SUTTON M, WINSTEAD T. 

Education policy as a practice of power: theoretical tools, 

ethnographic methods, democratic options [J]. Educational 

Policy, 2009, 23(6): 767-795.

[33]	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81.

[35]	[57][71][73]CLARKE M. Lacan and education policy: 

the other side of education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188-243, 10, 57-62, 49-144.

[37]	[67]LACAN J. The seminar.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55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39, 

103-153.

[38]	吴冠军 . 有人说过“大他者”吗？——论精神分析化

的政治哲学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6(05): 75-84.

[40]	LACLAU E.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M]. London: Verso, 1990: 235.

[41] L ACL AU E .  T he impossibi l i t y  o f  socie t y  [ M ] //

ANGERMULLER J, MAINGUENEAU D, WODAK R. 

The discourse studies reader: main currents in theory 

and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122-126.

[42]	SZKUDLAREK T. The excess of theory: On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al theory in apparent reality [M]//BIESTA G, 

ALLAN J, EDWARDS R.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3: 163-178.

[43]	[45]LACAN J.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54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8-51, 129-142.

[44]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57 [M]. Paris: Seuil, 1994: 31-38.

[46]	LACLAU E. Emancipation(s) [M]. London: Verso, 1996: 

15.

[48]	HARMAN G.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J]. 

Educational policy: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1984: 13-29.

[51]ŽIŽEK S.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M]. London: MIT Press, 1991: 

8-9.

[55]BALL S J. What is policy? 21 years later: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policy research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5, 36(3): 306-313.

[56]	[59]Lacan J.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60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 2023
No.397

2023 年第 2期
(总第 397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
General 

￣ 59 ￣

319-322, 24.

[58]	[60][61][64][69]LACAN J. Ecrits: a sele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173-210, 88, 73, 44, 125.

[62]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8: 25.

[63]	LACAN J.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

analysis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 5.

[65]	[68][72]LACAN J.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Bk 17 [M]. London: W.W.Norton& 

Company, 2006:11-28, 169, 29-86.

[66]	FINK B. The master signifier and the four discourses 

[M]// Dany, N. Key concepts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8: 29-47.

[70]	BRACHER M. Lacan's theory of the four discourses [J]. 

1988, 11(3): 32-49.

[75]	FREUD S.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M].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216.

[76]	LACAN J.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in criminology [J]. Journal for the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 1(2): 13-25.

[77]MOVAHEDI S. 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the status anxiety and disciplinary intolerance between 

soci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M] //CHANCER L , 

ANDREWS J. The unhappy divorce of soci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40-158.

[78]	FROSH S. 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 interventions 

in psychosocial studies [M]. London: Palgrave, 2010: 4.

Abstract：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has been an emerging field of critical educational policy 

study. Drawing on the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eory,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rgued that policy 

sciences a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al policy have confused the "ontic" and "ontological" of the politics, and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 hypothesis of policy.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points out 

that politics is an empty signifier in the ontological leve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serves the ontological operation 

of politics by outlining the ideal education. Because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politics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it is 

impossibl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to grasp and reach the ideal education as a whole. Therefore,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dvocate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on-instrumental aspec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urn our attention from seeking better solutions to policy subjects' self-liberation in real and daily policy 

practice. As regards to analytical method,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concentrates on the discourses 

of master, university, hysteric and analyst and combines policy critic with subject emancipati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olicy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critical study that simplifies the complexity of 

policies and is limited by temporal and spatial situations. 

Key words： educational policy; psychoanalysis; Lacan; the ontology of policy;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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